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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举措，其能否释放价

值创造效应、促进社会创业与增强经济活力，是实践界与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

文利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与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数据，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准

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

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

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府治理逻辑和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市场效益逻辑的途径来

推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要素禀赋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强化了公共

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而且公共数据开放弥补了初始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的

差距。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促进作用更明显，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还

促进了高质量创业。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进公共数据开放、释放其价值创造效应、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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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据要素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发生革命性聚变与裂变，通过数据挖掘、脱敏处理、整合分析，实现

数据资源与供给、需求的精准对接，创新价值链流转方式，有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17~2022 年，中国数据产量从 2.3ZB 增长至 8.1Z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比例

从 8.8% 增长至 10.5%，位居全球第二①。公共数据是其中比重最大，特别是涵盖政府部门在履行公

共职责时产生的政府治理相关数据以及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等。中国政府把充分激发公

共数据开放的价值创造效应置于重要战略位置。现阶段，激发国内经济活力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充分激发并释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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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创业动能更是深刻地扎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变革之中（李宏彬等，2009；Kritikos，
2015）。那么，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激发社会创业活力？其内在作用机制是

什么？又有哪些因素限制或者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效应？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将有

助于深入理解公共数据开放战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也从经验上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这一命题提供政策启示。

创业是企业家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将资源与生产要素开拓为价值更高的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

的“创造性破坏”过程（Schumpeter，1934）。但创业并非易事，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共存和互动的复杂

环境关系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陈刚，2015；杜运周等，2020）。完善的市场机制为企业家开展

创业提供有效信息与价值激励，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但是市场机制诱致的垄断、外部性与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将导致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这一现象为公共利益理论者宣称政府管制能够避免

市场失灵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更优化并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充分理由（庇古，2007）。但是公共选择

理论认为，为维护在位企业的垄断地位与垄断租金，政府可能主动创造新企业进入租金与抽取租金

的机制，政府管制将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De Soto，1989；Shleifer和 Vishny，1993）。这一点在

中国体现得更加明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前，中国新企业进入市场至少要承担 38天和 149美

元的制度性交易成本①。此外，在信息不完全的现代市场体系下，企业家面临着较高的搜寻有效且准

确信息而必须付出的财力、时间与承担风险的显性成本，尤其是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获取限制、数据

垄断、数据产权模糊等引致的信息不对称，将造成数据要素市场配置资源高效流通机制失灵。

公共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是变

革政府治理模式、透明政府治理规范、融通公众与政府协同互动的重大战略。从政府治理逻辑来

看，通过公开政府履行公共职责过程中产生、收集、整理的政务数据资源，在优化政务服务效率、推

进公众与政府协调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段盛华等，2020；Park 和 Gil-Garcia，2022）。一个典型案例是，截至 2021 年北京市通过

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向社会免费无条件开放共计 579 万条涉及公共服务事项与政府管理等领域数

据，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公开透明，提升公共服务有效性。另一方面，数据资源深刻渗透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个环节，变革市场主体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与思维模式。从市场效益逻辑来看，相较于传

统公共基础资源，公共数据要素呈现出复制性强、公共品属性与非稀缺性资源等典型特征（陈晓红

等，2022）。公共数据开放的海量数据中包括工商行政处罚、企业注册信息、客户信用状况、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等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由此降低市场主体可决策性数据资源获取的不对称

性，缓解市场失灵。综上所述，从政府治理逻辑与市场效益逻辑出发，深入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企

业家创业动机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然而，关注公共数据开放对经济社会的价值创造效

应的实证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现有文献重点基于公共管理学领域视角，关注公共数据开放的

内涵概念辨析、结构治理等方面的理论思辨（郑磊，2018；朱峥，2020；段盛华等，2020；胡峰等，

2023），或者集中于关注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基础、开放程度与决定性因素等方面（Zuiderwijk 和

Janssen，2014；Donker 和 Loenen，2017；Jetzek 等，2019；Wang 和 Lo，2020；Zhao 等，2022）。公共数据

开放对创业的影响缺乏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在基于政府治理与市场效益的共生逻辑视角上。

基于此，本文以各城市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7~2021年 296个地级市及

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尝试基于政府治理与市场效益的共生逻辑视角，考察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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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实证发现，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城市创业

活力提升。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信息搜寻效率是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城

市创业活力提升的经济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强化公众监督问责机制，提升政府

公共服务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提升；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信息搜

寻匹配效率，强化企业家客户锚定、市场需求定位与创业机会感知，为企业家创造了机会与条件，进而对

提升城市创业活力产生积极影响。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要素集聚能力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强化了

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公共数据开放弥补了初始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

的差距，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还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创业。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聚焦于公共数据开放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经济战

略的功能定位，实证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丰富了公共数据开放相关研究成

果，也为深入理解公共数据开放战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提供经验证据。第二，进一步探讨了公

共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内在机制，重点关注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府治理逻辑与信

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市场效益逻辑对创业的影响，解析公共数据开放战略通过政府治理与市场

效益逻辑，促进城市创业提升，激发国内经济活力的传导路径，加深对激发社会创业问题的理解。

同时，也为大数据时代进一步理解“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进

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逻辑。第三，进一步探讨了区域要素禀赋、非正式制度环境、地区初始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差异与创业行业类型差异等协调因素的影响效应，对于理解公共数据开放

价值创造效应、完善制度设计以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二、文献综述

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的研究与政府角色的创业效应文献相关。经典文献

强调，政府干预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Arrow，1962；Romer，1986）。因为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破

坏”的重要激励在于资本追逐利润，但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效应在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会

产生市场失灵的结果，这将导致企业家资本逐利动机降低。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较强的政府管

制导致的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创业活动的开展（陈刚，2015），因为企业家会通过识别政府

政策措施，判断制度与政策变化倾向对创业可行性以及创业回报的影响，进而决定是否开展创业活动

（Baumol，1990；Krueger和 Brazeal，1994）。因此，既有研究强调了政府应扮演协调者的角色，通过降低

行政审批壁垒，优化政府行政职能，营造良好的企业进入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由此激发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的内在动力（Lim等，2010；陈刚，2015；杜运周等，2020）。

其次，本文的研究与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效应的文献紧密相关。既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化转

型、数字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利用等视角，探讨企业将数据要素纳入生产决策所获得的效益（蔡继

明等，2022、2023；黄勃等，2023）。随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

的创业激发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一方面，数字经济持续扩散并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的各个

领域，拓宽了企业家的创业资源获取渠道，激发企业家进行创业的热情（赵涛等，2020），尤其是数字

普惠金融兼具普惠性与包容性特征，对低社会资本的企业家的创业概率提升作用更显著（张勋等，

2019）；另一方面，企业家可以从开放的数字平台中挖掘并识别商业机会与商业模式（Sigfusson 和

Chetty，2013；Ross 和 Blumenstein，2015）。另外一支文献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认为大数据

重构与强化了政府治理能力，驱动外部主体与政府协同合作格局的创新治理模式（赵云辉等，2019；
段盛华等，2020；胡峰等，2023）；少量研究关注了数字治理的经济效应（何雨可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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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的研究与公共数据开放的文献最为紧密。2001 年开始，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

在降低政府干预、优化政府职能的改革，如行政审批改革与商事制度改革，相关研究深入探讨了这

两项改革对企业进入、企业创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夏杰长和刘诚，2017；毕青苗

等，2018；王永进和冯笑，2018；夏杰长和刘诚，2020；朱光顺等，2020；杜运周等，2020；毕青苗等，

2024）。而公共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代将数据要素纳入治理体系创新模式的深化，通过强化市场主

体与政府的协同治理，倒逼政府职能优化（郑磊，2018；朱峥，2020；段盛华等，2020；胡峰等，2023）。

目前，关于公共数据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沿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定性地探讨公共数据开放

的制度基础、开放程度、决定因素等。其中，制度基础方面的文献强调公共数据开放的表现形式在

于以公众知情权为权利基础（朱峥，2020）；开放程度方面的文献主要基于构建多情景、多因素的评

估模型展开（Zuiderwijk 和 Janssen，2014；Donker 和 Loenen，2017）；公共数据开放的决定因素则包括

政府竞争压力与媒体压力等外部环境压力以及领导者参与和文化特征等内部决策者因素（Jetzek
等，2019；Wang 和 Lo，2020；Zhao 等，2022）。实证上，少量研究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区域协调发

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锦程等，2023；彭远怀，202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丰富地探讨了政府行为、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经济效应，但尚未充分关注到

兼具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经济战略意义的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效应。公共数据要素兼具政府治理

逻辑与市场效益逻辑，但既有研究往往考虑数据要素的单方面效应，难以全面揭示其价值创造效应

的内在逻辑机制。本文将从政府治理逻辑与市场效益逻辑的视角识别公共数据开放对创业的影

响，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与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途径探讨其影响创业背后的作用机制。

三、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将公共数据界定

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源。充分激发公共数

据开放的价值创造效应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2015 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首次强调了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激活数据

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变革”；2022 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将完善公共

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列为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环节。

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实践，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建设，作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之间因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产生的公共数据资源的载体。

目前，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省级统一建设，各地级市只需使用省级平台统

一分配的账号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填报与信息维护工作。例如，《山东省公共数据开放办法》指出，应

依托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建设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二是省市分别建设，市级在省级平台开

放目录框架中开放资源分散存储，在省级主管部门统一的标准约束下建设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例如，《广东省公共数据开放办法》指出，地级市以上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公

共数据分类分级相关规定，增补本地公共数据的分类分级规则。三是省市独立建设，省市平台间并

无实质性关联，这也是目前各地方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在开放容量上，省级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资源总量可能更大，但是单个公共数据集平均总量可能小于市级。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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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东省公共数据开放总量远大于东莞市，但是东莞市单个公共数据集平均容量远超广东

省①。在上线时间上，部分市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早于省级。佛山市、湛江市、无锡市、武汉市于

2014 年上线，但广东省、江苏省、湖北省分别于 2016 年、2019 年、2020 年上线。截至 2023 年，陕西

省、青海省内的所有城市以及海南省、河南省、吉林省、辽宁省和云南省内的绝大多数城市尚未上线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由此看出，省市独立建设是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中普遍存在的模式。

从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实践来看，上海市、北京市于 2012年率先探索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实践，

无锡市、佛山市、湛江市、武汉市等地于 2014年上线，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后，城市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显著增长。截至 2023年底，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已达到 204个，占比达到

60.53%，如附图 1所示②。在开放进展上，从 2018~2021年城市开放数据的持续水平来看，前 5名分别是

上海市、贵阳市、青岛市、深圳市与济南市，而北京市排到第 10名，广州市排到第 13名③。由此可见，相

对落后城市也能持续、稳定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数据资源。在开放内容上，公共数据平台主要开放包括

社区治理、城乡建设、监管处罚、行政审批、企业注册信息、工商用户基本信息、信用体系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等与政府治理相关数据，以及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为了充分激发公共数据的创新应

用，武汉市、贵阳市、深圳市、哈尔滨市等城市开办了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通过面向公众开放数据资

源，挖掘数据价值，深化数据资源创新应用，以培育公共数据的衍生能力，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

源。一个典型案例是，2019年贵阳市开放数据应用创新大赛，通过运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提供的数据

资源，参赛团队创新创造智慧化产品（原型）及解决方案，其中“房叮当”等项目已落地开展市场化应用，

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创新应用。由此可见，公共数据开放对激发城市创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共数据资源兼具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存和互动的复杂环境，此部分，将从政府治理逻辑

与市场效益逻辑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

第一，从政府治理逻辑来看，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优化政府行政职能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市

场主体创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人为因素与交易环境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

市场失灵现象。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通过推进良好制度环境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激发

创业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Acemoglu 等，2005）。公共数据中涵盖了政府部门在履行公共职责时

产生的制作、收集与获取的数据资源储量，且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政府政策的真实信息（郑磊，

2018）。一方面，市场主体通过收集整合与识别利用，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制度决策的产生机

制、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结果，形成并强化公众监督和参与的问责机制，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管理运行

的透明度，进而优化制度环境、畅通市场运行机制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Zuiderwijk 和 Janssen，2014；
Park 和 Gil-Garcia，2022；彭远怀，2023）。以厦门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例，其向市场主体公布了行

政审批统一服务审批过程信息、智慧审批共享文件实例信息、公共资源交易网招标项目信息，以此

增强政府管理透明度，降低企业家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对公共数据利用的

反馈有助于形成双向互动治理模式，提升市场主体的内生治理效率，实现政府协调治理模式创新

（段盛华等，2020；胡峰等，2023），继而进一步促进政务服务体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公共政策的

创新（Park 和 Gil-Garcia，2022），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从市场效益逻辑来看，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优化市场主体的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为企业家

①　参见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2021 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

②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③　参见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2021 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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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创业活动创造机会与条件。数据要素时代信息不完全现代市场体系下获取可决策性信息资源

限制，以及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善配置资源流通机制低效率的失灵现象，加剧企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不利于企业家识别客户、挖掘市场需求，进而降低企业家创业激情。公共数据开放为企

业家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流通与实时共享，提升信息协同整合效率。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家能

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资源，增强动态复杂变化的适应环境能力，进而创造持续竞争优势（Teece
等，1997；Augier和 Teece，2009）。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分析种类多且实时性强的客户信用数据、工商

行政处罚等公共数据，有效地降低了客户有限理性与减缓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行为主体

摩擦问题引致的信息不对称（李唐等，2020；Farboodi 和 Veldkamp，2021）；还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家搜

寻消费者信息的潜在范围，有效地缓解供应链“长鞭效应”，优化客户信息传递机制。相关的案例包

括，厦门市公共数据开放目录中涵盖了社会信用业务备案信息、法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信用

服务数据；河池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公布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数据。企业家可以通过识别潜在的

消费者信用与创业信息，有效地降低主体摩擦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企业家能够从公共数据资

源中挖掘企业进入选址信息，把握消费者偏好、企业创新销售等一系列信息进行商业性经济活动

（Ghasemaghaei和 Calic，2019、2020；Nagaraj，2022），提高企业家面临的市场需求评估效率。

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实质是数字技术创新的拓展应用，大数据数字技术创新的产品与流程能提

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Balci，2021），进而促进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感知与把控。数字技术创新的

产出成果正是企业家将数据要素纳入原有均衡体系的“创造性破坏”，这将进一步为其创造可开发、

识别与利用的创业机会（Shane 和 Venkataraman，2003）。企业家能够将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中大量隐

含的创业机会与消费者需求信息整合匹配，并将其推向市场，实现公共数据开放的商业化价值

（Shane和 Venkataraman，2003；Nagaraj，2022）。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待检验研究假设：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府

治理逻辑与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的市场效益逻辑，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建设的个体与时间差异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系统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具

体模型设定为：

entre_activationit = β0 + β1 openit + γcontrolsit + ηi + μt + εit （1）
其中，下标 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entre_activationit表示城市 i在第 t年的创业活力；解释

变量 openit表示公共数据开放的虚拟变量，倘若城市 i在第 t年及以后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controlsit表示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控制变量集合；ηi、μ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

应，加以控制基准回归中不随城市与年份变化的混淆因素；εit为随机误差项。此外，考虑到残差序列相

关以及异方差造成的估计偏差，将所有回归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最关注的系数是 β1，其衡量公共数

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影响的净效应，倘若 β1显著为正则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有效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二）变量定义

1.城市创业活力

借鉴杜运周等（2020）、袁礼和龚钰涵（2023）的研究思路，考虑到城市内企业规模异质性差异而产生

的度量偏误，将城市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采用城市每百人口中的新注册企业数量衡量城市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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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数据开放

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处理变量（open）表示城市 i在第 t年及以后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参

考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2023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整理出各城市

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基础数据，并且将其与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政府开

放数据利用研究报告（2022）》进一步对照。同时，借鉴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2023
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的方法，通过以下两步进一步进行检验：首先，将各地区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域名限定于 gov.cn，将其作为确认官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依据，且必须由地级市以上行政

级别的政府部门负责建设与运营，同时通过开设专门且统一平台或者由政府部门在官网设置专栏的

形式开放；其次，通过在搜索引擎中对各地区名称加关键词（“数据开放”“数据资源”“公共资源”等）加

以验证。据此，最后获得了截至 2023年 204个城市（含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市）的公共数据平

台上线时间，将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城市设定为 treat，将首次上线时间以及之后年份设定为 post，进而

构建城市—年份层面城市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虚拟变量 open（treat × post）。

3.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要素集聚相关，影响企业家创

业的吸引力与收益情况，采用城市人口密度的自然对数量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②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禀赋基础与要素投入条件的差异是影响城市创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发

展能够为创业活动开展提供服务型技术、人才与资金的支持，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

值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③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人才与技术集聚的重要因素，而人才与技

术能为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提供高质量的要素，以人均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衡量。④公共服务水

平。公共服务关乎人才宜居、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也为企业进入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以每百人公共

图书馆藏书量衡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⑤传统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性与实体物流交易成本的节约

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提供了较强的吸引力，采用铁路货运总量的自然对数量化城市传统基础设施。

⑥互联网发展水平。互联网加速市场主体信息的传播速度，降低创业的信息成本，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还为创业运营模式提供了支持，采用电信业务总量的自然对数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⑦金融发

展水平。金融资源可得性为企业家创业提供信贷资金来源，也有助于吸引生产要素集聚，采用年末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⑧财政压力水平。财政压力水平有助于理解地

方政府根据居民偏好与资源禀赋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策略，采用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比重量化。⑨科学支出水平。科学支出反映地方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环境与成

果的重视，还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以科学支出对数衡量城市科学支出水平。

此外，考虑到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行为可能不具随机性，各地方政府可能需要结合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以及资源禀赋等条件作出抉择，这些因素随着时间变化可能对城市创

业活力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假设不成立。因此，借鉴 Edmonds 等

（2010）、赵涛等（2020）的研究思路，进一步纳入 1995 年人均粮食产量、1995 年人均油料产量、1995
年人均蔬菜产量、1995 年人均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以及时间趋势交互项，以控制影响城市是否建设

公共数据开放上线平台的原有社会经济特征等，进而缓解实验组选择的估计偏差。

（三）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数据来源于 2008~202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面板数

据，在剔除严重缺失值与无法识别的样本之后，进一步采用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补充。其次，新注

册企业数量来源于工商注册数据库，从市场监管总局网络获取了包括新注册企业的名称、类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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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地址、注册年份、注册资本和主营业务等基本信息在内的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利用注册地址以及

注册年份，将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合成得到城市—年份维度的面板数据。考虑到异常值的影响，将所

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附表 1 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与年份固定效应基础上的单变量回归，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处理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正，初步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所属城市的创业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经济、教育、文化、基

础设施与政府行为等特征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在前述单变量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传统基础设施、互联网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财政

压力水平等变量。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处理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 水平

上显著为正。此外，考虑到城市初始禀赋特征的基准变量可能影响城市是否选择开放公共数据，在前

述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城市事前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互项。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仍然通过 1% 水平检验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小于前述回归结果，说明较为有效地控制了城市

事前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互项对政府是否开放公共数据对所属城市创业活力的冲击。根据第（3）列的

回归结果，其经济含义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尚未开放公共数据的城市相比，公共数据开

放城市的每百人新注册企业数量将平均增加 19.210家/万人，相当于均值的 17.251（0.192/1.113）家/万
人。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激发经济增长活力，这也意味

着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的理论逻辑可能成立。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pen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创业活力
（1）

0.268***

（0.071）
否
否
是

4343
0.786

（2）
0.205***

（0.068）
是
否
是

4343
0.797

（3）
0.192***

（0.066）
是
是
是

4343
0.80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

（二）平行趋势检验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公共数据开放前实验组与控制组间的城市创业活

力的趋势不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整体态势应保持一致。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entre_activationit = β0 + βk∑
k=-14

9
openit

k + γcontrolsit + ηi + μt + εit （2）
其中，k 表示公共数据开放的第 k 年，由于公共数据开放最早于 2012 年，样本截至 2021 年，k 的

最大取值为 9，最小取值为-14。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公共数据开放前一年为基期，系数 βk 则

表示相较于公共数据开放前一期，开放的第 k 年实验组与控制组城市创业活力的差异。如图 1 所

示，在 95% 置信区间条件下，公共数据开放前的回归系数均在 0 附近波动且不显著，表明公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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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城市创业活力未呈现明显的趋势差异，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设。公共数

据开放之后政策效果存在滞后一期，随后政策效果逐渐加强并维持到较长的第 3 期，之后政策效果

波动直至消失。因此，未来应更注重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影响的持续性。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与检验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导致同一处理对于不同个体

产生效果差异性的偏差（刘冲等，2022；张子尧和黄炜，2023）。此部分，将在诊断双向固定效应估计

量可能存在偏误的基础上，进行“异质性—稳健”估计量检验。

首先，采用 Dacon 分解进行偏误诊断。Goodman-Bacon（2021）认为，可以将 2×2-DID 估计量划

分“新处理个体”以“未处理个体”为对照组、“新处理个体”以“尚未处理个体”为对照组、“新处理个

体”以“已处理过的个体”为对照组三种情况。其中，第三种情况已含有处理效应，其匹配的对照组

不具有科学性。根据 Goodman-Bacon（2021）分解法进行诊断，在平衡面板数据下，从附表 2 发现，时

变处理的实验组将“从未处理个体”视为对照组的权重约为 68%；结合附图 2 结果可知，双向固定效

应 overall DD 估计量为 0.213，组内差异所占权重数值仅为 2.93%，表明处理效应在组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异质性，但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严重的偏差。

其次，采用 De Chaisemartin 和 D’ Haultfoeuille（2020）分解进行诊断。附表 3 汇报了分解结果，

可以发现总权重为 445，包括 443 个正权重和仅 2 个负权重，负权重占比仅为 0.45%。因此，上述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结果表明本文估计量并未存在严重偏误问题。

最后，基于 Borusyak 等（2022）、Cengiz 等（2019）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Borusyak 等（2022）提出

的“插补估计量法”以尚未接受政策影响的个体估计接受政策影响个体的反事实结果，然后将接受

影响个体的真实结果与反事实结果相减，由此得到正确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Cengiz 等（2019）提

出的“堆叠 DID”将数据集重构为相对事件时间的平衡面板数据，在控制组群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的基础上，得到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值可以解决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偏误。附图 3 与附图 4 显示了两

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的事件研究图，可以发现在公共数据开放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城市创业

活力间并无显著趋势，而在公共数据开放后的部分年份，其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1.预期效应排除

市场微观主体会对政府政策倾向产生预期效应，如根据公开政策文件预期政府事后的政策倾

向、基于政府实施的政策形成对其他政策试点的预期或者基于政府部门工作会议对其政策进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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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为此，构建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变量的实施前一年的变量 open_1，将其纳入基准模型回归以控制

市场主体预期效应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附录表 4 第（1）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实施前一期变

量 open_1 不显著，而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变量仍然显著为正；此外，进一步构建公共数据开放实施的

前二期变量 open_2，将其与 open_1 共同纳入基准模型回归。附录表 4 第（2）列结果显示，政策前变

量 open_1、open_2 均不显著，而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变量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市场主体尚未对公共数

据开放形成预期效应，也进一步地表明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2.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其他遗漏因素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冲击，借鉴马述忠等（2023）的思路，采用间

接安慰剂检验方法进一步检验。其基本逻辑在于从理论上寻找一个不会对城市创业活力产生冲击

且具有随机性的错误政策变量 open'，从而产生一个错误估计系数 β1'，重复上述回归过程 1000 次，

并得到 1000 个系数 β1' 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由附录图 5 所示，安慰剂检验中的回归系数 β1' 均值

落在 0 附近并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绝大部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由此间接证明了不可观测的遗漏

变量并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符合安慰剂检验预期。

3.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前述基准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城市特征变量，还控制了前定变量与时间交互项以缓解实验组选

择的估计偏差，并且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在多期 DID 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与检验下仍然稳健成

立，但公共数据开放城市与非公共数据开放城市在某些特征上呈现系统性差异，由此造成的内生性

问题仍然对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接下来，将采用多种方法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做进一步处理。

（1）排除其他可能政策的影响。样本期间内涵盖了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数字治理以及数字经济

发展等政策，可能冲击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其一，政府职能改革。公共数据开放强化民众与政府协

调治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相关政策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降

低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相关政策还包括自贸区制度，2019
年《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要求各自贸区实现负面

清单管理，按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面推进改革，全面贯

彻“证照分离”的改革。借鉴毕青苗等（2018）的做法与收集整理各城市设立自贸区的数据，设定试

点城市 i在第 t年实施相关政策的政策虚拟变量纳入共同回归。附录表 5 第（1）列结果显示，纳入上

述两个冲击政策因素后，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变量仍然显著为正。

其二，政务服务透明化与信息化影响。2014 年的“信息惠民”政策、2016 年的“互联网+政府服

务”政策等同属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环节。构建以上两个数字政府建设政策的试点城市 i在第 t年实

施相关政策的政策虚拟变量纳入共同回归。附录表 5 第（2）列结果显示，控制相关数字政府建设冲

击变量后，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变量仍然显著为正。

其三，数字经济政策冲击。公共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抓手。同期内，政府部门

部署了多项战略政策，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型数字公共服务。相关政策包括“国家创新型

城市”“宽带中国”“大数据试验区”等，进一步构建以上三个数字经济政策的试点城市 i在第 t年实施

相关政策的政策虚拟变量纳入共同回归。附录表 5 第（3）列结果显示，控制数字经济政策冲击后，

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变量仍然显著为正。最后，将所有相关变量共同与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纳入基

准模型中回归。附录表 5 第（4）列结果显示，纳入上述可能影响因素后，公共数据开放的变量仍然

显著为正，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2）考虑城市的时间变化趋势。基准回归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公共数据开放的事前变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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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的历史条件、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各不相同，这将导致具有时变特征的城市之间存在差异，

进而影响前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此，在基础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年度趋势项，以

控制城市组别间固有特征年份趋势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附录表 6 第（1）列结果显示，在纳入城

市—年份趋势项之后，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3）考虑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影响。在中国上下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省级政府对辖区

内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市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与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有一定的

重合，而省级层面平台可能影响管辖区内市级平台上线行为，进而导致识别和回归结果有偏。为检

验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控制省份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以考虑省级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及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冲击。附录表 6 第（2）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与显

著性有所下降，但市级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在控制省级平台的影响后仍然显著存在。其

次，考虑到直辖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地级市样本中的冲击，剔除直辖市样本进行检验。附录表 6
第（3）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最后，考虑到市级公共数据开放上线

受到省级影响才设立的可能情况，重新构建一个回归样本。该样本中实验组为那些省级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上线滞后于市级，或者完全尚未开放省级但开放市级层面平台的样本，控制组保持不变，

将此样本重新进行检验。附录表 6 第（4）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上

述结果意味着，尽管省级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冲击市级公共数据开放对创业活力的作用，但是在尽可

能的排除这一影响后，市级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仍然显著存在，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4）PSM-DID。多期双重差分法能够识别出政策实施的平均处理效应，但是公共数据开放可能

存在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公共数据开放并非严格标准上的准自然实验。为检验基准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以缓解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首先，以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公共服务水平、铁路货物总量、电信业务总量以及一系列事前变

量与年份交互项等控制变量作为所要匹配的变量；其次，采用卡尺为 0.05 的 1∶4 邻近匹配法寻找所

有满足公共数据开放共同支撑条件的最优控制组；最后，进一步重新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估计公共

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效应。附录表 6 第（5）列报告了采用满足共同支撑假设样本回归

结果，公共数据开放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5）工具变量。前述研究从多个方面部分解决了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逆向因果或

者遗漏变量等，导致估计结果偏误。例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

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透明度可能更高，这对于城市创业活力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处理逆向因果与遗漏变量问题，尝试选取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

地形特征是脱离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地形特征通常被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作为工具变量解决

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柏培文和张云（2021）的研究，采用地形起伏度与上一期全国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对数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V）。其可行性在于：其一，地区地形的平坦程度与宽带网络、信

息传输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前提在于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

同时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反映地区互联网服务供应规模，满足相关性假设；其二，地区地形起伏度

是脱离经济系统的变量，对当期创业活跃度并无直接影响，上一期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也不会

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创业行为，满足外生性假设。

如表 2第（1）列与第（2）列所示，第一阶段系数为负，表明地区地形特征因素越陡峭，越不利于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具有负向影响；第二阶段系数为正，符合预期，且 Cragg-
Donald Wald F值为 79.253，大于经验法则 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检验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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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性条件，即工具变量仅通过影响公共数据开放作用于城市创业活力。借鉴方颖和赵扬（2011）的思

路：其一，为证明工具变量仅在公共数据开放后才影响城市创业活力，本文剔除了 2012年及后续样本，

采用城市创业活力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2第（3）列所示，验证在公共数据开放前，工具变

量无法直接作用于城市创业活力。其二，为验证工具变量仅通过影响公共数据开放作用于城市创业活

力，进一步将政策处理变量和工具变量同时与城市创业活力进行回归，如表 2第（4）列所示，当控制公共

数据开放政策时，工具变量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而政策处理变量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

仍然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不会通过其他渠道作用于城市创业活力，验证了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

表 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IV

open

Wald F 值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open
（1）

-0.045***

（0.011）

79.253
是
是
是

4288
0.508

创业活力
（2）

1.073**

（0.541）
是
是
是

4288

创业活力
（3）
0.010

（0.015）

是
是
是

1415
0.941

创业活力
（4）

-0.040
（0.025）
0.181***

（0.065）
是
是
是

4288
0.806

注：同表 1。

（6）双重机器学习因果检验。选择性内生性问题仍然可能冲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此部分，借

鉴 Bodory 等（2022）提出的双重机器学习法重新检验。与传统的因果推断方法相比，双重机器学习

方法的优势体现在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上。一方面，企业家创业动机是经济社会互动与共生的复

杂环境关系交互的结果，本文控制了多维度影响因素，但设定回归模型时可能因“维度诅咒”与多重

共线性问题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通过机器学习及其正则化算法，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将在预选项

中自动筛选出精度较高的控制变量集合，由此避免高维控制变量冗余导致的“维度诅咒”，得到可靠

的估计量。另一方面，双重机器学习的优势还体现在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处理变量非线性问题上，由

此可以缓解经济系统中变量非线性关系引致的模型设定偏误。

基于此，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重新检验公共数据开放与城市创业活力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借

鉴张涛和李均超（2023）思路，将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样本分割比例设定为 1∶4，为了避免模型设定上的

主观选择性，采用一般性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使用随机森林算法预测方法，在控制城市与

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控制变量集合的一次项、二次项与三次项。附录表 7 第（1）~（3）列

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此外，将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样本分割

比例设定为 1∶7，附录表 7第（4）~（6）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六、影响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1.制度性交易成本

企业家创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强管制、低效率治理与繁杂审批成本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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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陈刚，2015；毕青苗等，2018）。公共数据开放是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的战略性部署，通过公开政府

执行监督、管理、处罚等方面的数据记录，形成公众问责机制与优化政府运行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涵盖范围较广，且定义不统一，对其直接衡量较为困难。现有文献

多采用间接衡量方法反映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采用上市公司层面的企业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与财

务费用等占主营收入或者总资产的比重在城市层面的均值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然而，Cai 等
（2011）指出相关费用支出也包含了企业正常运行与维护企业正常关系的必要支出。

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测度指标，以检验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机制的存在性。首先，从政府服务

效率视角刻画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有效的政府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以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路

径。借鉴刘大勇等（2023）的做法，采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 2021》的政商关系指数（zsgx）、

亲近指数（qjzs）衡量。表 3 第（1）、（2）列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政府服务效率优化。其

次，从政府治理效率视角刻画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机制不健全与产权保护意识较弱将直接影响

市场交易成本，优化政府治理效率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赵

云辉等，2019）。借鉴赵云辉等（2019）的做法，以各城市年末总人数除以各城市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作为政府治理效率的指标（gov）。表 3 第（3）列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

进政府治理效率优化。最后，从社会信用环境视角量化制度性交易成本。良好的社会信用是激发

市场经济活力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与政务诚信更是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与运行

效率。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公开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等收集的数据，强化公众问责机制，增强政府公信

力与政务诚信，进而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本文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量化政府公信力度

（trust）①。表 3 第（4）列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增强政府部门公信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

环境。以上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提升。

表 3 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open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zsgx
（1）

4.595***

（0.957）
是
是
是

1111
0.822

qjzs
（2）

2.481***

（0.949）
是
是
是

1111
0.825

gov
（3）
0.030*

（0.015）
是
是
是

4339
0.930

trust
（4）

0.967***

（0.222）
是
是
是

3333
0.832

注：第（1）、（2）列数据年限为 2017~2020 年；第（4）列数据年限为 2010~2021 年。其他同表 1。

2.信息搜寻匹配效率

大数据环境中信息搜寻匹配成本是企业家进入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海量数据中，采集、挖

掘、整合数据资源，并将数据资源与供给、需求进行精准对接，为企业家进入市场创造机会与条件。

公共数据开放为企业家提供了海量免费的可决策性数据，优化企业家信息搜寻匹配效率。

为检验信息搜寻匹配效率机制的存在性，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构建度量信息搜寻匹配效率的指

标。首先，公共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部署，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

①　数据来源于《2020 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蓝皮书》，其中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为原始数据，其余年份按照插值法补齐得到 2010~2021 年数据。

17



　2024 年第 8 期

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企业家获取信息资源的难度越小，面临更低的信息搜寻匹配成本。借鉴赵涛等

（2020）的研究思路，考虑到城市层面相关数据获取的限制，构建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

数四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表 4 第（1）列结果表明，公

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其次，信息获取可得性

是降低市场主体信息壁垒，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重要因素。结合中国地大物博以及数字经济时

代的特征，以邮政业务总量除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量化每单位面积上的邮政部门为社会提供服务

的可得性，以此量化城市内部的信息获取可得性（yzym）。表 4 第（2）列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

著增强信息获取可得性，降低城市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最后，由于地方政府权责被局限于一定的管

辖区内，不同行政区划内的政策不一致性与竞争关系，阻碍信息资源在城市内的交流。因此，借鉴

方锦程等（2023）的研究思路，以城市乡镇级行政区划数量除以城市总面积量化行政分割程度

（xzfg）。表 4 第（3）列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行政分割程度，降低城市内信息壁垒。上述

结果意味着，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提升。

表 4 信息搜寻效率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open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digital
（1）

0.094**

（0.040）
是

是

是

4339
0.725

yzym
（2）

0.229***

（0.060）
是

是

是

4343
0.918

xzfg
（3）

-0.001**

（0.001）
是

是

是

4343
0.970

注：同表 1。

（二）异质性分析

1.区域要素禀赋

地理区位特征与要素集聚程度相关，高质量生产要素（如人才）是社会创业的知识与创意产生、

集聚与扩散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制度环境不完善引致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高质量人力资

本开展创业活动的概率更大。公共数据开放推动政府服务透明化、强化民众问责机制，降低企业家

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进一步激发高质量人力资本创业的内在动力。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

聚集程度与经济社会分布格局的分界线，其西北侧与东南侧人口分布与经济规模具有显著差异①。

将样本划分为胡焕庸线的西北侧与东南侧以表征地区聚集效应的高低，分样本探讨公共数据开放

对区位特征异质的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表 5 第（1）、（2）列结果表明，与胡焕庸线西北侧（低集聚）

地区相比，公共数据开放对胡焕庸线东南侧（高集聚）地区的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胡焕

庸线西北侧地区的营商环境、数字互联网基础设施等发展程度较低，人才要素集聚吸引力也较低。

而东南侧能够吸引要素资源在空间上集聚，在公共数据开放引致良好市场环境的加持下，高质量人

才要素流入与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进一步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

①　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除通辽

市、赤峰市外），其他则为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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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正式制度环境

既有研究指出，非正式制度通过深刻影响行为主体的信念偏好与行为决策，对创业选择产生重要影

响（Zhang，2020）。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计算得到 2010~
2021年的社会信任度①，按中位数划分为非正式制度较强与较弱两组，通过分样本回归比较公共数据开

放的创业效应在地区非正式制度环境上的差异。表 5第（3）、（4）列结果表明，与非正式制度环境较弱地

区相比，公共数据开放对非正式制度环境较强地区的创业活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这表明公共

数据开放所形成的数字政府治理优化的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形成互补关系，助推城市创业

活力提升；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环境较强地区，企业家可以通过驱动社会网络效应，有效搜寻整合地区

资源，赋能企业家创业选择，这进一步体现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重要机制渠道。

表 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open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区域要素禀赋
较低
（1）

-0.050
（0.060）

是
是
是

450
0.930

较高
（2）

0.165**

（0.068）
是
是
是

3893
0.808

非正式制度环境
较弱
（3）
0.138

（0.090）
是
是
是

1709
0.855

较强
（4）

0.266***

（0.072）
是
是
是

1725
0.801

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较低
（5）
0.142*

（0.084）
是
是
是

2573
0.764

较高
（6）
0.095

（0.094）
是
是
是

1770
0.842

注：非正式制度环境部分采用 2010~2021 年的数据。其余同表 1。

3.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在数字强国战略下，地方政府积极出台了多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旨在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数据资源要素供给，以此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转型。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进入

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提供支持和保障，这与公共数据开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机制类似。基于省级

政府工作报告，收集与数字经济相关词频，将其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的代理变量②，且根据 2009~
2011年三年的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支持较高与数字基础设施支持较低的地区。表 5第

（5）、（6）列显示，相比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较高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平台上线前的数字基础设施政

策支持较低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公共数据开放是建设数字强国的重要战略，地方政府免费向

市场主体公开可决策性数据资源的公共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的重要机制

作用下，将能够弥补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倾向力度的差异，对市场主体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4.行业类型异质性

异质特征行业对市场环境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异质性行业类

①　采用CGSS问卷中 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回复中“非常同意”

和“比较同意”的人数占该省回复人数总数的比重衡量。考虑到数据统计年份间隔的情况，将 2014年数据用 2013年代替，

2016年数据用 2015年代替，2019年和 2020年数据用 2018年代替。考虑到数据有限，采用 2010~202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

②　数字经济相关词频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数字化信息、现代信息网络、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通信基础设施、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数字化、数字乡村、数字产业、电子商务、5G、

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电商、大数据、数据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资产化、智慧城市、云服务、云技术、

云端、电子政务、移动支付、线上、信息产业、软件、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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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创业活力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公共数据开放对高质量创业活力的影响，也能加强对本研

究的机制逻辑的理解。按新注册企业类型划分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接着进一步将服务业划分为生

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①。表 6 第（1）、（2）列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服务业的创业活力的促进

作用更加明显；第（3）、（4）列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表 6 行业类型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open

控制变量

事前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制造业

（1）
0.004

（0.003）
是

是

是

4343
0.869

服务业

（2）
0.222***

（0.066）
是

是

是

4343
0.780

生产性服务业

（3）
0.190***

（0.059）
是

是

是

4343
0.758

非生产性服务业

（4）
0.034***

（0.010）
是

是

是

4343
0.857

注：同表 1。

上述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更多地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的创业，但是对实体经济

制造业的影响并未体现。一方面，实体经济制造业对区位条件要求以及地区生产要素资源禀赋要

求高，其新企业进入的门槛相对较高，而服务业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在公共数据

开放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与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作用机制下更易于服务业创业。另一

方面，数据是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加善于从数据中挖掘数据信息资源，将其作

为生产要素融入生产体系，能够更加发挥出公共数据要素的创造价值；而实体经济制造业的生产要

素往往以土地、资本等为主，数据要素尚未能够有效地融入制造业生产体系中，因此公共数据要素

共享对生产性服务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公共数据开放还进一步显著促进高质量创业活力。

同时，在构建良好市场环境的数据要素市场机制的进程中，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实体经济制造企业创

业的关注力度，充分发挥公共数据要素在制造业行业中的创业激发价值效应。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公共数据开放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创新公众与政府互动协同治理模式的一项战略举措，也是

推进市场主体数据要素价值转化，激发国内经济活力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公共数据开放兼具政府

治理逻辑与市场效益逻辑的功能定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创造效应的基本事实。本文

将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7~2021 年 296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非

平衡面板数据与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

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府治理逻辑和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市场效

益逻辑的途径来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要素集聚能力与非正式制度

①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批发和零售等；非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

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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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强化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公共数据开放弥补了初始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政策支持的差距，呈现出包容性特征。第四，公共数据开放尚未有效地赋能制造业企业创

业，而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还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创业。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战略改革，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已经深刻地融入生

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等各环节，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中国政府部门拥有着极其海量的数据资

源。本文研究表明公共数据要素共享有助于提升市场微观主体创业活力，进而激发经济活力。有

鉴于此，各级政府首先应积极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体制机制的建设，深化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战略

改革，依法主动开放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高价值政府数据与重大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强化高质量

数据要素供给与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机制，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以此激发经济增长新活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应依托于国家层面的公共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标准与开放原则，完善

各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体系建设，加强数据分类分级安全管理，明确数据范围、细化业务分类、业务

属性分类与确定分类规制，完善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

第二，充分有效地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本文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府治理逻辑和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市场

效益逻辑的途径来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有鉴于此，政府部门首先应充分重视公共数据开放对于构建

数字政府建设的作用，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深化融合，以公共数据开放为底层逻辑支撑，构建

各政府部门协同履行公共职责的数字政府治理体系机制，以此赋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其

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运营机制，切实维护微观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疏通各市场微观

主体数据采用收益权益不明确、数据垄断、数据泄露风险等问题，构建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

据要素市场体系，充分释放公共数据开放的价值创造；最后在数据要素市场分配机制中充分发挥政府作

为以及市场监督作用，加强公共数据治理，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的管理体系与监管规制。

第三，政府部门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以及行业的差异，拓展具有规范化、多样化的公共数据开

放共享机制，以此发挥公共数据开放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作用。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

放对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较低地区的创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而要素集聚能力与非正式制

度环境则强化了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结合前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优化信息搜寻匹

配效率的作用机制，政府部门应依托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创新，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抑制政

府对微观市场主体的无效干预；同时，加强对不同地区间的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落实公共

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发挥公共数据开放的包容性特征，推动公共数据要素共享的创业效应的协调发

展。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创业，但尚未在实体经济制造业企业创业中发

挥价值创造效应。因此，政府部门在深化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战略改革与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过

程中，应强化针对实体经济制造业行业创业的政策靶向设计，全面激发公共数据开放的价值创造效

应，在促进高质量创业的同时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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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actor Sharing and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ublic Data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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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rough data mining， desensitisation，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data resources can be 
accurately matched with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flow of the value chain can be innovated， thus 
helping to cultivate new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extremely massive data resources， especially public data resources cover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lated and enterprises with significant public interests generat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public duti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to public data openness. Currently， China’s economic vitalit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is the ‘ballas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o adequately stimulate and release the entrepreneurial energy of the whole society is deeply roo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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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n， whether the public data openness 
strategy can release the value creation effect， promo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nhance economic 
vitality is a major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in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data of 29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7 to 2021， using the public data platform on-line in each cit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paper builds a multi-period double-difference model to attemp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its channels of action based on the symbiotic logic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market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rst，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Second， the mechanism test indicates that the reduction 
of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optimisation of information search efficiency are the econom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ublic data openness promotes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particular， on the one hand， public data openness strengthens the public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reduces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n stimulates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data 
openness strengthens the entrepreneurs’ customer anchoring， market demand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perception by optimising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search and matching， and 
then creat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entrepreneurs， and then positively impacts on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factor 
agglomeration capacity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trengthen the role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in 
promot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bridges the gap of policy support fo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initial region， and promote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more significantly， which suggest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further promotes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firstly，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we have 
empirically analysed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which enriche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public data openness. Secondly， we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affect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logic of systemic transaction cost reduction and the market 
efficiency logic of information search and matching efficiency optimisation. Meanwhile， a new theoretical 
logic is provid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factor marketisation proces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ird，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factor endowments， in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differences in initi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licy support and heterogeneity of entrepreneurial industries， 
which are important policy va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creation effects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to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f cities.

Keywords： Public Data Openness；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Information Search Match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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